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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升格如何调适府际关系

———历史演进、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

臧雷振 张冰倩

内容提要:将组织或个体从既定行政级别突破常规编制的提升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独

特的现象，在此被界定为行政升格。行政升格是解决地方政府组织或个体发展空间受限、
资源支持不足、财政收支矛盾的重要路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实践和政策工具。
本文首先从不同维度下行政升格的发展现状出发，提炼其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并基

于其差异化改革趋向和政策扩散过程将其概念化为三种类型: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上
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进而探究其调适府际关系的独特作用机
制:即宏观上缓解府际关系结构性张力;中观上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横向地方竞争、改善
纵向府际协同机制;微观上弥合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形成相互嵌构的府际关系调适网

络。在此基础上管窥国家治理螺旋式上升过程中的适用性、渐进性、务实性和目标导向性
逻辑。研究结论在理论层面展现出中国政府治理借助行政升格这一政策工具的灵活配
置，超越韦伯式官僚制的固化，促进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独特的中国政治智慧，并

为新时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国际化传播与理论化提炼提供新的素材和分析视角。
关键词:行政升格 府际关系调适 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
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

一、引言

行政升格在古今政府治理实践中均偶有体现。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即存在官员低职高配情
形，如汉代“郡守级县令”，唐代“正五品上”和清代“正六品”的京县官有别于“正六品下”和“正
七品”的普通县官①。再如，清代府属“散州”相对于省辖“直隶州”②，亦是对同一类型行政组织
在级别上的区分对待。国外首都亦存在被升格为中央直辖区、首都领地、联邦特区等一级行政区

·38·

*

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项目号 22＆ZD028 ) 的阶段
性成果。
完颜绍元:《古代县官“高配”现象探幽》，《人民论坛》，2010 年第 12 期。
傅林祥:《清初直隶州的推广与行政层级的简化》，《历史档案》，2010 年第 4 期。

*



情形，如由美国国会直接管辖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澳大利亚的首都领地等。但行政升格在中
国古代主要集中于都城附近的县区或其县官，现代西方的行政升格则主要针对首都地区的领地

管辖。比较而言，当代中国的行政升格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实践更为丰富，具有更高的研究
价值。
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伴随法制化、规范化所带来的日益清晰的府际

关系，行政升格因其灵活性而起着独特的作用。部分研究聚焦于行政升格某一具体形式，但从全
国范围来看，行政升格的不同维度如何呈现差异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国家治理中为何需要行政

升格? 其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既有的府际关系? 行政升格对现有府际关系调适呈现何种类型学

特征及如何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追踪、系统梳理及其理论演进规律的挖掘
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首先界定行政升格的内涵、回溯其历史演进，呈现其发展动因与府际关系的调适需求;

其次，从中国治理的本土化实践出发分析其学理类型与作用机制，并进行理论提炼;最后，基于上

述分析管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实践的动态变化和螺旋式上升过程，探索其中独特的治国理政智

慧，以期贡献于本土化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中。

二、行政升格:内涵界定与历史演进

(一)行政升格的内涵界定

中国政府治理实践中各类行政升格现象，可以从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两方面理解:

前者以省直管县系列改革为主体，表现为财政省直管县、扩权县( 市) 、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
点等形式。后者干部个体升格则包含职级升格和职务升格两类，如特定辖区领导干部的职级高
配、特定部门领导干部的职务高配。由于行政等级代表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政府权力与利益分
配方式①，因此行政升格能够提升地方政府组织或干部个体在行政体系中的纵向序列级别，直接

扩大其在政治信息、财政支持、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资源支配范围。
从上述现象出发，本文将行政升格的内涵概括为:基于政府治理特定情景下行政地位或级别

的提升，是对既定常规行政级别编制的突破。在构成维度上，包括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
两个方面。在时间维度上，组织整体升格存续时间较长，干部个体升格存续时间较短，且更具有
流动性。在治理目标上，行政升格通过组织或个体层面的灵活性来调动地方政府在相对严密府
际关系中的能动性，进而达成治理预期。
(二)行政升格的历史演进

本文将以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为线索，回溯行政升格的历史演进，并在差异化的发

展中呈现其交融过程、归纳其特点。
1. 组织整体升格:从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的历时性演进。以省直管县系列改革为代表的组
织整体升格，从财政系统逐步扩展到经济社会管理等其他行政系统，展现出地区经验试点创新和

全国政策扩散相结合的特征。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其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财政省直管县为主的强县扩权时期( 1992—2008) 。组织整体升格肇始于浙江

省的试点经验，伴随连续的政策扶持和制度改革探索而逐步深入。1992 年浙江省出台《关于扩

·48·

政治学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① 胡德、刘君德:《政区等级、权力与区域经济关系———中国政府权力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中国行政管理》，2007 年第
11 期。



大十三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开启强县扩权试点的组织整体升格实践，至 2006 年完
成四轮强县扩权改革，进而促使其他省份省直管县系列改革逐步提上日程，如广东、湖北、河南等
省份先后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 市) ，并在财政体制等方

面实行“省直管县”。与此同时，中央层面的支持政策也相继出台，如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 200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在党的全会文件中提
出省直管县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财政省直管县、扩权县( 市) 和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并行的扩权强县时期

( 2009—20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提
出: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率先减少行政层次，依法探索省直接管理县

( 市) 的体制。同年，《财政部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将改革范围扩大至除民族
自治地区外的其他地区，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2010 年中央编办发布《关于开展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选择八省区 30 个县( 市) 进行全面省直管体制改革试点，为后续
改革和探索奠定了经验基础。
第三阶段: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制度稳定和全面创新期( 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

科学的顶层设计为省直管县系列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化条件，如 2012 年十八大报告和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连续两年强调“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 市) 体制改革。
同时通过府际关系制度创新和规范，如 2016 年的“十三五”规划提出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 2017
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2022 年二十大
报告则强调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些指导思想从横向上不断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
纵向上如通过支持其公共服务的财力支出，为继续开展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2. 干部个体升格:适用情境与具体表现。开篇提及官员低职高配的干部个体升格早已有
之。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个体升格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应用，可分为部门领导人职务升格和地方主
政官员职级升格两个维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各因素叠加下开部门领导人职务升格的先河，如
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近年来，基于特定国家治理任务强化，出现部门领导人的低职高配，
如重点市区县的党政负责人等编制定级为正厅的官员，会根据现实需要配置为副省部级领导。
更不用说，中国脱贫攻坚任务时期，为确保脱贫攻坚如期完成，地方扶贫办主任常由更高级别的

领导( 如副县长，市委常委等) 予以兼任。
在基层政府，借助升格县( 市) 主政官员职级的晋升，促进其干事创业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实

践屡见报端，如 2005 年，广东省提拔县委书记为副厅级干部，随后，县委书记提级管理扩展到海
南、湖南、江苏等地。2009 年 4 月，中组部颁布《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在全
国范围内将县委书记任命权上收至省委一级，打破 1983 年起实行的干部分级管理、下管一级的
传统。“民为邦本，县为国基”，县委书记的提级管理不仅凸显县域主政官员的重要地位，增加其
职务权威和话语空间，更有利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交流，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同时，
如省管干部、市管干部、县管干部的人事档案，不会散落在各自单位，而是按相应级别，上交到相
应上级省市县组织部门，更方便组织部门对干部考核记录、调阅审核，促进人事档案管理规范性、
真实性。
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中央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体系，为干部个体升格

提供制度保障与实践试点支持。2015 年，《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
意见》在全国施行，从根本上解决了县( 市) 层级干部个体升格的制度保障问题。2019 年重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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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一步严格干部选拔标准、完善干部选拔制度，通过深
化公务员分级分类管理、分类录用、分类考核、分类培训制度改革，创新性地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的制度。
上述干部个体升格，一方面体现出在政府治理过程中，通过个体升格配置干部人选，来展现

出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斗争、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绝对贫困等特定国家战略实践环节的坚强意志、
治理偏好和注意力差异。另一方面，通过干部个体升格，实现了加强中央政府决策权威、提高地
方政府政策响应力度、建构更加协调府际关系的治理目标。

3. 组织整体升格与干部个体升格相互交融。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并非割裂发展，
而是根据各自特点服务于政府治理的不同面向，并在具体实践中相互交融。如 2009 年之后是以
省直管县为代表的组织整体升格高峰期，同时，以县委书记提级管理为代表的干部个体升格也在

当年上半年于全国范围内开展。如果说组织整体升格是从行政区划维度提高地方政府重要部门
或重点区域在官僚体系纵向序列中的位置，那么，干部个体升格则是在保持整体行政管理相对稳

定的条件下，从局部入手，以外科手术的方式精准促进地方发展活力和积极性，是隐藏在制度之

下却又拥有合法性权威的府际关系治理的弹性实践。
二者共同特点是以相对多元的配置提高中国府际关系的灵活性，更好地将行政权威转化为

地方竞争优势，进而获得更多的政策注意力，提升发展资源俘获能力，更及时地反馈辖区的发展

困境，共同致力于政府治理现代化，助推府际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三、行政升格发展和府际关系调适:动因与需求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步讨论府际关系时，意指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政府单位之间( 或之中) 出现
的相互链接或相互作用现象①。其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前者指同级政府主体的竞争与合
作②，后者则具有典型的命令—服从等级结构特征③，关涉各级政府间的权责配置。这一界定虽
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微调，但总体上聚焦于府际关系的权力配置、运行模式及其协作治理等核
心要素。
在中国府际关系中，中央政府通过集中人事任命、集中财权、分散事权等方式实现对地方政

府的有效约束或合理激励，呈现出整体性集权和选择性分权的特征，确保府际关系处于中央政府

的理性制度框架内④。如人事权方面，上级政府通过对下级政府官员的升调和任命，来展现最直
接的控制和激励手段;财政权方面，中央政府通过税收分配和财政拨款影响地方政府经济发展;

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方面，伴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入展开，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下放至

地方政府，此时行政升格也相向而行。
(一)府际关系逐渐收紧的发展结果与组织整体升格动因

发展是第一要务，集中财权对形塑纵向府际关系的影响较为突出。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代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洞悉不同群体的公共物品偏好与异质性需求，因而财

政分权能够使公共服务和财政支出更有针对性，有效解决中央政府的信息缺损问题⑤。但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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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假设政府安排辖区公共物品是均质的和中性的，不能解释地方政府的自利表现，如机构膨胀、
政策性腐败等异化行为①。20 世纪 90 年代初，伴随财政分权的府际治理实践深入展开，财政分
权理论也因市场、政治等实践情景变化而进一步完善，形成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此时充分考虑
市场、政治等不确定性因素，视地方政府为具有自利动机的变量，允许其作为理性经济主体介入
市场②，考虑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差异，因此，二者的激励相容成为纵向府际关系

的核心问题③，也是政府治理有效的重要目标。
新的财政分权理论指导下的府际关系实践呈现阶段性差异，如对地方发展的实践效果分别

呈现“趋好的竞争”和“趋坏的竞争”④。前者指财政包干制打破地方政府被原有统收统支束缚
的局面，逐步增加其税源基数和税收收入，达到有效激励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后者意指财政包

干制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固化，并不能随着整体经济增长而增长，进而导致央地财政收支失

衡、宏观财政规模持续下滑、公共财政供给力不从心等问题⑤。中国于 1993 年开启分税制改革
以缓解上述宏观财政问题，但也带来地方财力不足、发展空间受限的新挑战。
此时，横向府际关系竞争与合作过程中的挑战日益凸显。一方面，宪法虽规定国家部委和

地方政府的权限，但并未清晰划分政府间具体职责，加之现有政策文本和治理工具只能引导而

非约束横向政府间关系规范发展，常导致地方政府间职能定位不清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
后，中央政府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日益被打破，地方政府的相对自主权逐步提高，并演化为追

求经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实体，助长横向政府间恶性竞争。如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加
深地方政府的权责不对称程度，在经济导向的绩效考核背景下，缺乏制度化合作机制的地方政

府直接用行政手段抓取资源，以实现本地区的发展成效最大化⑥，但也会演化为区域恶性竞争

与零和博弈。
综上，因财权上升而逐渐收紧的府际关系极大限制地方发展空间，给地方发展带来诸多挑

战，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地方政府发展资金受限，高度依赖中央政府支持。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控制 70%
以上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因财力逐渐式微而高度依赖中央政府的税收返还和各项转移支付以

完成社会保障、抢险救灾等工作⑦，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和非持续性。如发达地区的地方发
展过度依赖上级权力资源，寻求地区的政策优惠或政策特区待遇，而欠发达地区则过度依赖上级

财政或项目资源，自身“造血”能力不足。
其二，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进一步加深其权责不对称程度。分税制改革虽重新分配中央

与地方财税收入比例，如增值税按照中央 75%、地方 25%分享⑧，但相应的事权划分依然不清
晰，这导致央地政府财权和事权并不匹配。加之上级政府因其行政管辖优势不可避免地加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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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府际间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权责不对称程度①，这造成地方发展财政资金相对短缺、竞争空
间持续缩小的后果。
其三，出现市县竞争的挤压效应。为谋求本行政层级更多发展机遇而带来的竞争极化的负

面效应时有发生，如市基于县( 市) 的行政管理优势通过挤压、截留等手段争夺县域发展资源，形
成市对县( 市) 的排挤效应，导致县域发展受限、城乡发展差距愈大等经济后果，管理层级过多与
信息传达失真、系统效率趋低与组织运行成本攀升等行政后果。
府际关系逐渐收紧的发展后果构成行政升格的直接动因。面对发展空间受限的困境，县

( 市) 政府有着迫切的冲动试图通过行政升格以获取财政、经济社会管理、人事等权力在纵向府
际关系序列中的相对提高，进而在资源配置上获得更多支持。因此出现强县扩权、扩权强县等形
式的省直管县，通过县市分治，将地级市的权力合理下移，在减少行政层级的基础上权衡变通以

整合资源，形成政府间良性竞争的有效路径，进而达到命令、利益、协商三者共存的良好府际治理
成效。
(二)中国特色干部体制人事管理与干部个体升格需求

干部人事管理是府际关系的另一重要维度。现代官僚体制尤其韦伯式官僚制是典型的行政
组织制度②，其特征是寻求法理理性的运作逻辑、中立持平的委托关系、规则导向的领导方式、激
励性的驱动机制、例行公事的工作方式，而中国特色干部制则是体现行为理性的运作逻辑、劝导
说服的委托关系、任务导向的领导方式、履行授权的驱动机制、灵活机变的工作方式③。对比二
者发现，韦伯式官僚制高度依赖正式规则，但可能存在过程导向、盲目层级化等系统性缺陷④，在
需要较多自由裁量权的公共行政领域，囿于其程式化规则的限制可能难以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
中国特色干部制通过适度授权保证官员的自我规范、自我训练和学习能力，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的融合保证其治理动机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转，较大程度解决了韦伯式官僚制内部执行程式化

与外部环境所需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当然，中国特色干部制严密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也带来干部晋升激励不足和纵向信息流动

受限的问题。一方面，严格的定编、定岗、定级塑造了较为严密的金字塔组织结构，如《公务员职
务、职级与级别管理办法》明确我国公务员职位体系共有 27 个级别，同时《国家公务员法》规定
逐级晋升、严格越级晋升的干部管理原则，按其计算从科员升至正厅大约需要 25 年。这易使干
部制面临职务职级晋升激励不足的刚性问题，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困窘和福利待遇的天花

板。另一方面，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也意味着等级严密的纵向文件信息分享系统。特别是由于保
密等因素，纵向文件信息由上至下逐级传达时，不同层级领导参阅文件信息的不同权限，会限制

纵向政府间信息流动的充分性，导致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进而带来基层政策理解和执行的

偏差。
此时，以地方主政官员职务或职级高配为代表的行政升格是干部晋升激励和纵向信息流动

的重要补充渠道。一方面，职务是科层体制中最重要的权威来源和政治资源，职级则描绘了干部
晋升路径，职务变动和职级差异产生官员激励效能，从纵向官僚体系和横向同侪效应中达到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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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激励的目的。另一方面，“高配”意味着上级对下级权力配置的适度收缩①，有助于精简信息
传递的纵向层级，减少基于保密、委托—代理绩效等考虑的文件信息参阅权限、信息选择偏差和
传递噪声影响，进而降低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低职”则有助于领导干部加强与人民群众的直接
互动联系，把握更真实的群众诉求与发展偏好，有助于将基层的执行效果、发展诉求等信息更便
利地反馈给上一层级的决策主体。
低职高配的干部个体升格则是行政升格另一形式，相比受到较多直接关注的组织整体升格，

干部个体升格中官员低职高配现象因更为复杂、隐蔽而未受到足够重视。在已有为治理绩效而
竞争的背景下，府际关系的财政分权与地方发展、干部管理与官僚制度等不同理论视角，充分展
现出不同层级组织和干部个体均存在行政升格需求。当然，无论是以省直管县系列改革为代表
的组织整体升格，还是以官员低职高配为主的干部个体升格，均有助于实现打破现有的编制桎

梏，重构府际关系，重塑行政分权，重建信息分配，重振官员激励。

四、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特征与类型

为进一步观察行政升格对府际治理秩序格局的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全国范围内组

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分布和特征，阐述不同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学理类型，进而展望

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笔者采集了不同维度组织整体升格在 2020 年全国分布和干部个体升格数据②。通过分

析各省省直管县系列改革县( 市) 数量占该省全部县级行政区的数量比例、省部级地级市党
政领导一把手( 剔除省会和副省级地级市 ) 占全省地级市比例，可以发现，全国财政省直管

县在比例上高于其他行政升格维度，扩权县 ( 市 ) 紧随其后。全面省直管县体制试点改革分
布范围最小，各省地市级领导人低职高配分布范围最广。比较组织整体升格可见，从财政省
直管县到扩权县( 市) 再到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数量比例和分布

范围依次递减; 从干部个体升格分布来看，其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由东到西逐次递增的分布

特征。
(一)行政升格全国分布的外显性特征与内隐性秩序

行政升格涉及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囊括财政省直管县、扩权县( 市) 、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
革试点、干部低职高配四个细分维度，且各要素之间相互交融，下文将从单一维度视角探究其外
显性特征，从复合维度视角挖掘其内隐性秩序。
从单一的空间维度来看，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县( 市) 在新疆、西藏及川贵等地区分布较少;

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集中分布于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干部个体升格虽然在全国各地均
有分布，但宁夏、西藏、青海、新疆等“胡焕庸线”以西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济相对欠发达省份数
量比例相对较高。
在经济维度，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囊括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试点地区的经济基础

和发展环境相对较好，这与中央政策多次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先试先行相呼应; 较为发达的部
分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出现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的双重叠加，干部个体升格比例在欠
发达地区分布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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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维度，行政升格改革率先由财政省直管县入手，后延伸到扩权县( 市) 改革，目前过渡

到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阶段，呈现权力要素逐步增加、范围依次缩减的阶梯式特征，是
“全国一盘棋”目标下兼顾地区差异化发展需求的渐进式改革。
除单一维度呈现全国行政升格的空间、经济和政治等外显性特征之外，还存在空间—经济—

政治特征复合下的内隐性秩序。这种秩序通过空间串联、由差异化地区发展需求所形塑，体现为
三个方面。
一是升格辖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现显著的“空间—经济转移”秩序，其目标是通过不同

维度的组织整体升格逐步释放地方发展活力，最终实现借助晋升空间拓展来换取经济发展时间。
如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县改革率先在华南、华东的部分相对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取得良好成效后
扩展至全国其他相对欠发达地区;而由于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试点中，尚处于审慎的政策试

验阶段，故分布于相对发达的“有条件的地区”，并未向相对欠发达地区大规模扩散。
二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政治需求差异而呈现显著的“空间—政治溢出”秩序，其目标是通

过干部个体升格加强复杂地区维稳防控。不同于组织整体升格，干部个体升格虽在全国各地均
有分布，但集中于“胡焕庸线”以西的欠发达地区，这一区域内陆国界漫长、少数民族聚集、发展
条件相对恶劣等复杂因素交织，解决边境冲突、民族矛盾等维稳问题成为地区发展的重要前提和
执行“全国一盘棋”战略的必然要求。
三是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在“空间—经济—政治秩序”下相互嵌套。组织整体升

格从单一权力要素入手，逐步撬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目的是以新的制度活力缓和原有制度效用

递减的经济矛盾;干部个体升格则是基于特定治理情境，以外科手术的方式约束边境冲突、促进
民族团结，达到维稳防控的政治目标。二者从经济矛盾和政治目标等具体维度入手，促进基层治
理实践和府际关系协调。
(二)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复杂类型学解释

已有研究并未对行政升格进行类型学剖析，但部分研究在讨论省管县议题时曾聚焦于权力

类型及升格程度进行初步的讨论，如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财政权、经济管理权、社会管理权和人事
权，据此对 27 个省区改革中的不同组合进行分类①; 还有学者根据县( 市) 的升格程度由高到低
将其分为完全直管型、不完全直管型、完全不直管型，区分其在管理幅度、经济条件、区划面积、地
理环境等方面的条件差异②。不过，这些研究对行政升格改革的多重动因和复合目标的解释力
相对不足，对行政升格特征与政府治理实践内在联系的阐释较为薄弱。本文基于行政升格调适
府际关系的差异性改革方向和政策扩散过程等要素，将其分别概念化为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三种类型。

1. 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行政升格( 1992—2008 ) 。从分权与地方发展的视角来看③，率先
从自下而上的分权改革中获得组织整体升格的地方政府，更容易获得相对同级政府较多的发展

资源和竞争优势，基于此，本文将其概念化为“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行政升格”。
这一类行政升格在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扩权县 ( 市 ) 改革和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

中最为典型: 如浙江省突破 1994 年分税制改革要求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原则确定地方政
府间的财政关系，始终坚持财政省直管县体制，后为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又逐次启动扩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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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的升格试验①，并将其推向全省; 广东省于 2008 年首次提出开展包括经济社会管理权在
内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②，以创新和优化政府组织体系及运行机制为突破口进行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
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表现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 1 ) 在府际关系

改革方向上，如浙江省通过开展探索性尝试，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对区域发展产

生积极、正向的影响;这一尝试于 2006 年被中央政策吸纳，后被逐步推向全国，因此在改革方向
上具有显著的“自下而上”的特征。( 2) 在府际关系目标设定上，由地方政府率先开展的行政升
格改革试点，从财政效率和市场自由两方面减少县( 市) 发展束缚，释放地方活力③，这不仅对地

方发展产生良好激励作用，成为省内“强县扩权”的学习范例，亦为行政升格实践从地区政策试
验走向全国政策扩散奠定了基础。( 3) 在府际关系结构变化上，地方政府尝试通过行政升格改
革试点争取更多发展空间，使其在横向政府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在纵向府际关系中减少一

定的财政压力和经济约束。
2.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行政升格( 2009—至今) 。伴随试点范围的拓展和市管县改革矛
盾的加深，行政升格逐步走出单一区域和权力试点，其维度和范围逐步扩大，本文将此概念化为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行政升格”。
这一类型的行政升格扩散过程为:在组织整体升格方面，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鼓励扩

权强县改革、依法探索省直管县( 市) 体制试点，财政省直管县、扩权县( 市) 由部分地区扩散至全
国; 2010 年，中央编办发布《关于开展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试
点县( 市) ，全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则由广东省向“有条件的地方”扩散，解决原有市管县体
制背离统筹城乡发展政策目标的问题。在干部个体升格方面，2009 年中组部吸收部分地区县委
书记提级管理的经验，将其扩散至全国其他地区。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行政升格对府际关系的调适表现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在府际关

系改革方向上，组织整体升格由中央政策自上而下逐步扩散至全国主要地区，干部个体升格先自

下而上在广东等地小规模试点，后由中组部扩散至全国各县( 县委书记提级管理) ，以配合组织

整体升格的经济目标优先策略，因此为“上下交织”。( 2) 在府际关系目标设定上，一是中央政府
通过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行政升格改革的权力维度和扩散范围;二是从财政效率、市场自由和官员
激励三方面发力，逐步调适全国范围内普遍面临的“小马拉大车”问题，缓解分税制改革背景下
市管县制度边际收益衰减矛盾;三是通过县委书记提级管理打破长期实行的干部分级管理体制，

有效提高官员晋升激励和福利待遇，稳定县( 市) 等基层干部队伍。( 3) 在府际关系结构变化上，
地方政府的发展诉求和试点经验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在此基础上，中央政府通过政策创新将行

政升格改革逐步扩散至全国，不仅为横向地方政府竞争提供更加有力的发展条件，而且为纾解相

对紧张的纵向府际关系补充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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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注:浙江省先后通过 1992—2006年四轮强县扩权改革及其配套措施，在财政省直管县的基础上下放多项经济管理权限，
通过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县的相互配合，逐渐规范省、市、县三级财政和事权关系。相关政策文件为分别在 1992、1997、
2002、2006年颁布的《关于扩大十三个县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关于在萧山和余杭两市试行享受市地一级部分经
济管理权限的批复》《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部分县( 区、市) 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中
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
注:广东省 2008 年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 》，提出“试行省直管县体制，进一步扩大
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注:浙江省 2008 年发布《关于扩大县( 区、市) 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3. 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行政升格( 2009—至今) 。而在边疆治理过程中，行政升格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本文将此概念化为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行政升格。与自下而上—试点激励型和
上下交织—扩散调适型行政升格不同，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的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县
( 市) 比例较低，但却拥有较多比例的干部个体升格来完成特定政府治理任务。因此，其仍属于
扩散阶段的行政升格，不过扩散的重点是约束而非激励。
自上而下—扩散约束型行政升格的过程:以个体升格增强中央政府对欠发达或边疆地区的

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仅避免因地区组织升格附带的系统性行政建制、多部门官员福利待遇等
行政成本提升，而且通过个人档案移交归档、廉洁陈述、年度绩效考核、外出和工作报备、请假销
假等官员个人事宜管理权限的升级，加强绩效考核与监管，防范重大风险，实现发展稳定的治理

目标。
其对府际关系的调适表现可以从三方面理解。( 1) 在府际关系改革方向上，与改革初始阶

段的自下而上不同，边疆等地区的干部个体升格由中央政府发起，通过调整官员个人事宜管理权

限实施升格实践，呈现显著的“自上而下”特点。( 2) 在府际关系目标设定上，侧重发挥干部个体
升格的约束作用，利用地方主政官员的制度权威与职务权威的约束作用，实现更加有效处理各类

突发事件、加强复杂地区治理绩效，以治边维稳的政治目标优先。( 3 ) 在府际关系结构变化上，
中央政府通过干部个体升格不仅加强横向政府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而且进一步拓宽纵向府际

关系中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约束范围、提高特定治理内容的反应速度。
上述三种不同类型的行政升格在调适府际关系的维度、内容、目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存在差

异( 表 1) 。三种类型反映出中国政府治理对差异化情景和阶段性任务的具体反应，表明中国的
政府治理在行政体制上超越马克斯·韦伯式的官僚制度，借助组织或个体行政升格的灵活配置，
更好地适应治理情景、工作重心等不断变化的府际内外部环境，进而确保府际关系的生机和活
力，蕴含了独特的中国行政智慧。

表 1 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类型区别

行政升格类型 行政升格维度 内容列举 手段或目的 地理分布列举

自下而上—
试点激励型升格

组织整体升格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

扩权县( 市) 改革

省直管县改革试点

财政效率

市场培育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以浙江省为典型

上下交织—
扩散调适型升格

组织整体升格

干部个体升格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

扩权县( 市) 改革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

县委书记省管

财政效率

市场培育

官员激励

内地主要省份

经济发展中下地区

自上而下—
扩散约束型升格

干部个体升格 省市地方主官高配
人事管理

治边维稳

边境、民族宗教事务交织，
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欠发达地区

五、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作用机制

上述类型学分析阐释了行政升格“何为”的问题，但面对政府管理体制的演变，除关注其发
生的过程，还需对其过程的发生机制和制度逻辑进一步深度挖掘，下文将对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

系的作用机制展开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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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行政升格能够从宏观维度缓解“全国一盘棋”和“因地制宜”的府际关系内在张力，体
现了自下而上—试点激励。一方面，组织整体升格呈现公共政策体制中的政策试点—扩散模式，
当试点地区能够稳定地输出有效的公共利益时，中央政府便通过政策扩散将其纳入顶层设计的

正式议程，逐步推向全国。另一方面，干部个体升格不仅缓解官员晋升激励难题，增加中国特色
干部制的活力，而且借助官员人事管理创新，实现以干部组织手段促进欠发达地区治理绩效。
其次，中观层面作用机制之一是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地方竞争，体现在上下交织—扩散调适

型行政升格。同侪效应指个体在行为决策中的社会互动过程①，将此概念迁移至地方竞争中，则
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决策不仅受本辖区情况的影响，而且与空间相邻的同级政府行为有关，伴随其

产生竞争激励、模仿跟随等现象。获得行政升格的地区，其资源支持不足和财政收支矛盾相对减
弱，进而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这对地方竞争产生差异化的激励效果，导致相对弱势者的处境愈

难，增加旗鼓相当者的竞争压力，激发更有实力者的发展积极性。
再次，中观层面作用机制之二是改善府际协同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同样体现在上下交织—扩

散调适型行政升格。府际协同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模式，一方面，整体升格通过提
高组织权威改变现有分权结构，将原有的五级政府管理体制精简至四级，平衡上下级部门的权责

配置，促使下级部门获得更多实质性分权。另一方面，以官员低职高配为代表的干部个体升格通
过提高职务权威，增加了组织沟通机制的灵活性和及时性，有助于纵向政府间联系更为紧密，有

效提高府际治理效能。
最后，行政升格在微观维度弥合干部个体在纵向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与自上而下—扩散

约束型行政升格对应。干部个体在信息分级的加持下部分处于纵向信息不对称之中，如在权力
体系的信息反馈中，由于政策意图自上而下授权、政策反馈自下而上传递，因此较高、较低层级政
府分属政策意图解释和政策执行反馈两个信息高地，产生信息要素的不对称;同时，行政层级过

多即意味着信息传播层级多，进而削弱了信息的准确性。而低职高配的地方主政官员因其“低
职”而更能掌握基层政策执行效果，因其“高配”而更能够精确领会上级部门政策意图，互嵌的
“低职高配”有效缩短信息传播层级、降低两个信息高地的相对位差，既有助于解释政策意图又
助益政策执行反馈，减少信息要素及其传播的不对称。因此，地方主政官员的低职高配在一定范
围内突破党政体系内的信息分级制度，弥合了纵向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
上述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出发，提炼的四种行政升格调适府际关系的作用机制，既

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行政升格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宏观层面的适度分权，缓解府际关系中纵向
政府间的权威分配和权力结构矛盾，缓和府际关系的内在张力，具体表现在两个横向竞争与纵向

协同两个中观层面，即以空间同侪效应激励地方竞争，减少组织层级和增加职务权威改善府际协

同。而干部内部“低职高配”互嵌过程中的微观信息传递，则是微观个体灵活性的体现，与上述
宏观结构、中观组织联系紧密，形成相互嵌构的调适网络，促进府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六、行政升格:现实挑战与未来议题

以省直管县系列改革为主的组织整体升格有效提高了地方政府在纵向府际关系序列中的相

对位置，通过财力支持缓解地方财政困局，释放经济社会管理权扩展其发展空间，减少行政层级，

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干部个体升格表现形式上相对含蓄和隐蔽、灵活和不规则化，不过，行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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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通过改变权力关系提升官员管理层级，增强官员激励和地方管控，仍服务于中国特色干部制的

价值理性。高效灵活的政府管理制度为多维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提供效率保障，并为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持续性活力，又“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积累合法性”①，达到提高政府治理目标，行政升格
虽是调适府际关系的重要工具，但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之后并不意味着地方发展已完

全无忧，其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样值得重视。
首先，组织整体升格可能面临如下问题:一是诱发更多县( 市) 盲目升格和冲动升格，若大量

升格县制，其政府架构、机构规模、人员级别等势必向地级市标准看齐，造成行政成本增加;二是
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县( 市) 虽减少了市一级的管理层级，但亦会增加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和内

部协调成本。
其次，干部个体升格的灵活性是解决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但也对科层制的内在特质形成张

力。一方面，这种灵活性可能打破科层体系的结构平衡，影响上级部门的干部控制权，对已有干
部管理秩序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可能导致高配领导的家长式作风，如地方主政官员的高配，使
其处于同一级别的领导班子的权力中心，班子成员因行政级别较低而无法对其产生有效约束，较

易形成高配领导独揽发展全局的势头，加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
最后，通过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调动稀缺资源，可以短期内投入较多资源以促进地

区发展，但因发展而建构的行政组织形式可能有悖于属地政府的合理适度原则，带来过度或虚假

的城市化现象，产生“诺斯悖论”，导致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②。
上述实践挑战蕴含了行政升格研究的未来议题。其一，地区组织升格促进地方发展的成效

是如何呈现基于权力的相对稀缺性或源于“郡县治，天下安”的传统治理智慧? 其二，如何解决
配置灵活的非常规治理效用边际递增与常规治理效用边际递减之间的张力? 其三，如何用更加

翔实的数据打开行政升格改革影响省、市、县三级政府协调和治理过程的黑箱? 其四，如何用量
化数据验证行政升格的改革绩效和政策表现? 这些应该构成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公
共管理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七、余论

组织整体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和政策工具，其在中国国家治

理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超越传统的官僚制弊端，另一方面也展现

出中国政策工具的不断创新。因此，还可以从行政升格如何以个体和组织两个方面调适府际关
系的理论与实践中，管窥国家治理现代化螺旋式上升过程的内在逻辑。
第一，背景适用性逻辑。中央政府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国家治理过程中，恰当地借助行

政升格政策工具，解决发展和稳定问题。如针对分税制改革带来地方财力下降、市管县体制致使
地方行政受限的问题，中央政府根据地区试点成效，选择性地将行政升格改革纳入一统体制的改

革议程。在确保分税制改革塑造中央财力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基于组织整体
升格和干部个体升格两个维度，因地制宜、分阶段、差异化地进行政策指导和扩散，缓解地方发展
空间、安全稳定和资源受限的窘境。
第二，策略渐进性逻辑。从浙江省 1992 年启动的强县扩权改革算起，组织整体升格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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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策试点到全国性政策扩散经历了 30 年，这一渐进过程体现合法性逻辑中的有效性和补充性
机制:前者表现为组织整体升格通过放权赋能①、改善地方公共财政困境②、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完
善③、推动地方经济发展④，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后者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借助地方分
权将社会矛盾控制在基层，达到强化体制合法性的目的，进而对以有效性为重要特征的基础合法

性进行补充。二者在政策试点与扩散的渐进过程中达到国家治理体系特征合法性和体系作为合
法性的双重要求。
第三，技术务实性逻辑。一方面，组织整体升格吸收了中国“郡县治，天下安”的传统治理智

慧，经历了县级权力从部分省直管县试点( 先财政权、后经济和社会管理权) 的运动式治理向全
面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常规性治理探索之转变。从中可以清晰看到:组织整体升格从运动
式治理中积累常规性治理基础，并探索建立成熟稳定的省直管县模式和体制规范。另一方面，干
部个体升格利用非正式制度的灵活性加强特殊地区和部门的管理权威和管控强度，弥补中国式

干部制在常规治理中面临的晋升激励难题。干部个体升格利用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灵活性，在保
持总体制度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干部人力资源成本和人力资源效应优化。二者均不拘泥于
既有理论和既有干部管理模式，而是基于强调“务实性公共管理”中组织能力和组织自由裁量权
的优化⑤，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
第四，目标导向性逻辑。国家财政体制改革动态决定了省直管县和市管县体制的治理目标

差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财政领域逐步推行财政包干制，有效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但城乡
经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以市带县”的市管县体制被当做协调城乡发展、以城带村的治理工具。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家通过分税制改革重新分配央地财权，致使地方财力被大幅削弱、地方
发展空间被强力挤压。随着改革深入，市管县五级体制的委托—代理成本日益凸显，减少层级的
省直管县体制逐步被提上日程，从财政省直管县到扩权县( 市) 再到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省

直管县体制正在成为新的国家治理工具。因此，行政升格的隐蔽与显现取决于国家治理目标的
阶段性变化。
总之，行政升格首先根植于中央政府权力优先性支配的背景中，根据不同时期国家治理情景

变化，策略性地选择政策工具适配省、市、县的权力结构模式。与此同时，以政策试点—扩散为通
道确保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以治理目标与治理工具的动态互嵌保证国家治理有效性，逐步缓解已

有制度边际效应递减而新制度供给不足的国家治理矛盾，实现国家治理的螺旋式上升，体现出

毛泽东所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⑥的组织工作创新和干部调配创新。

作者:臧雷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市，100193) ;
张冰倩，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市，1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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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strategic level under the influence and adjustment of the state power，including formal in-
stitutions within the rules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outside the rules that can improve individual bene-
fits． Along with the inland border，the military function of the Great Wall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been
declining，the political order has been strengthened，the economic management has been normalized，
and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has gradually disappear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along
the Great Wall has exposed the lack of resource endowment，which ultimately shows the overall poverty
of the region in modern ti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xisting governance practices such as relocation
of ex situ poverty alleviation，ecological relocation，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counter-
part support and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this study draws the fundamental governance logic for fu-
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along the Great Wall．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he Ming Great Wall; institutional poverty; poverty by evolution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of Learned Periodicals of Social Sciences
Liu Pu，Liu Wenke( 72)………………………………………………………………………

Abstract: The learned periodicals of social sciences are important media for both academic commu-
nication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lay the rol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learn-
ed periodicals for making a good job better in new-era propaganda of the Party． The properties in respect
of politics，values，media and publicity constitu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learned periodicals for playing
their rol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ter．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learned periodicals to play
their rol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tter in new era are to strengthen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explore
Chinese theory，instruct Chinese practices and pass on Chinese culture． It is the approach to play their
rol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y following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cademics，centraliza-
tion and diversification，upholding and exploration，and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play the rol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of learned periodicals better for researching，explo-
ring and communica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for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ll our members and all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it and struggle，
and for accelerating to build th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learned periodicals of social sciences; political com-
munication

How to Adjust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y Upgrading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Historical
Evolution，Theoretical Types and Function Mechanism

Zang Leizhen，Zhang Bingqian( 83)…………………………………………………………
Abstract: The extraordinary promotion of departments or individuals from the established adminis-

trative level is a unique phenomenon in China's bureaucracy． As a policy tool，the promotion of admin-
istrative hierarchy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solve the limited development space of local governments，in-
sufficient support，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tarting from the de-
velopment status quo of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promotion，we extract its characteristics，and concep-
tualize it into three types based on its differentiated reform trends and policy diffusion process: bottom-
up pilot-incentive type，top-down simultaneous-diffusion adjustability type，and top-down-diffusion
constraint type． We further explore its unique mechanism of adjusting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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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t alleviates the structural tens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t the macro level，stimulates hori-
zontal local competition and improves the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spatial peer effect at the mesoscopic level，and bridges the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information a-
symmetry on a micro level and forms a mutually embedde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adjustment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we also discuss the support logic of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promotion for
state governa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lexible configu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promo-
tion in China's governance transcends Weber rigid bureaucracy，and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pgrading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bottom-up pilot-in-
centive type; top-down simultaneous-diffusion adjustability type; top-down-diffusion constraint type

Development and Order: Policy Governance and Legal Governance in State Governan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en Yao( 96)……………………………………………………
Abstract: 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CPC's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reform and opening up，socialist moderniza-
tion，and the new era has determined the leading role of policy governance，and the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eatablishing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 as social order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basic mode of the CPC'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two modes have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relationship to
the priority of policy governance and the guarantee of legal governance，both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Policy governance achieves development goals through policy mobilization，or-
ganizational implement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aints，and legal governance achieves order goal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bureaucratic implementation by the Party's leadership，further
realize double optimization in the legalization of policy governance and the policy-orientation of legal gov-
ernance． Policy governance and legal governance led by the CPC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and a-
chieve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while realizing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the root rea-
son of the“governance of China”．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theoretically answer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cy governance and legal governance，and to analyze their functions，machanism and relations in
the governance of CPC． This research forms a theoretical dialogue with the centralism of rule of law in west-
ern countries，and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order; policy gov-
ernance; legal governance

Function Decomposition and Department Synthesis: The Integrated Logic and Limit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Reform Liu Jie( 109)………………………………………………………………
Abstract: In our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systems，pub-

lic sectors are constantly moving towards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integration”
logic． “Integration”is the“greatest common divisor”and common logic for all forms public sector re-
form． Based on the different positioning of department functions，“integrated”reform has formed a su-
per ministry integrated model，a special ministry integrated model，a process ministry integrated mod-
el，and a platform + ministry integrated model． Each integrated model has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
tions． In the future，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various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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